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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泥炭记录的过去150 a东北山地大气粉尘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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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究过去150 a来大气粉尘沉降历史及其对季风边缘区和季风影响区的影响差异，

利用长白山典型雨养泥炭灰分粒度、成岩化学元素、210Pb和 137Cs年代等指标重建过去大气粉尘

变化，并与大兴安岭摩天岭雨养泥炭粉尘记录进行比较。东北山地泥炭灰分主要以粘土颗粒

和粉砂颗粒物为主。中值粒径和成岩元素特征也初步揭示东北山地泥炭中矿物灰分主要源于

蒙古国和中国北方沙漠和沙地的土壤尘。大气土壤尘降通量自19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表

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与区域近代化、工业化和战争等人类活动强度增加一致。在过去60 a间

具有减小的趋势，与区域自然尘暴的监测数据吻合较好。东北地区长距离传输的大气土壤尘

降通量背景基线为(5.2±2.6) g m-2 a-1。长白山大气土壤尘降通量（5~38 g m-2 a-1）小于大兴安岭

（14~68 g m-2 a-1），揭示了大气尘降随着与尘源区的距离增加而递减，对东北地区西部的影响要

强于对东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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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矿物粉尘（Mineral Dust）一般被认为是干旱多风气候的产物，对大气圈物质组分和

辐射平衡有重要影响，同时还是生态营养和环境污染物质的主要携带者[1]。近年来，有关

全球粉尘源区分布、粉尘循环过程（释放、传输和沉降）及尘暴演化特征等研究成为热

点话题。亚洲是一个重要的粉尘源区，源于蒙古国和中国西北干旱地区的矿物粉尘，经

长距离搬运，对周边国家造成影响，已经引起韩国、日本和美国等的关注[2]。一直以来，中

国高分辨率的粉尘地质记录和季风演化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北[3-4]、西南[5-6]以及南方地区[7-8]。

这些区域黄土、冰芯和湖泊沉积物记录的大气降尘历史为全新世气候波动和季风演变研

究提供了重要信息[9-11]。而东北位于北方沙漠与沙地东部边缘，离粉尘源区较近；它又受

到亚洲季风和高空西风环流的影响（图 1），在地质和人类历史时期频繁出现沙尘暴天

气。但是，有关长时间尺度的大气粉尘记录及其对大气环流变化的响应研究相对较少[12-14]。

泥炭地是一个记录大气环境变化的积极信息储备体，在古气候环境变化综合判识与

恢复方面有一定优势[15-16]。泥炭有机质含量高、堆积速率快、连续发育，因此便于精确定

年、获得高分辨率序列。泥炭藓能够有效捕获粉尘，特别是高山雨养泥炭，其营养物质

主要来自于大气沉降，是重建大气粉尘输入历史的理想材料[17]。泥炭地分布比其它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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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广泛，可出现在不同类型的地理单元，有可能解决目前粉尘序列数据库空间覆盖度

较低且分布不均的难题。在欧美已经开展了很多利用泥炭重建过去千年尺度的大气降尘

历史研究，主要利用元素地球化学手段进行降尘通量的估算，结合孢粉等生物遗存指标

进行古气候重建，分离稀土元素及其同位素进行降尘来源的指纹判别[18-22]。国内的相关研

究也陆续展开。西南地区高原泥炭和东北地区高山泥炭是目前国内研究较多的大气沉降

档案。利用西南红原泥炭重建了9.5 ka的大气Pb同位素记录，发现该地区的全新世Pb沉

降受到了远源沙尘输入影响，对东亚冬季风变化具有很好的指示意义[23]。利用大兴安岭

摩天岭泥炭的Ti等地球化学元素记录重建了过去 150 a来自然尘暴演化历史，发现大气

土壤尘降（ASD）通量在过去60 a来表现出减小趋势，与过去50 a中国北方地区气象站

监测的沙尘暴变化规律一致[14]。利用长白山哈尼泥炭地球化学元素、矿物和粒度等多指

标重建了14 ka的大气粉尘沉降历史，揭示了东亚季风和西风环流的交互作用对矿物粉尘

传输的影响机制，增进了中国大气粉尘与气候变化关系研究的认识[24]。

大兴安岭、长白山地区地区属于中高纬山区，气候相对寒冷、高湿，发育有较好的

亚高山泥炭沼泽，分布比较广泛（图1）。迄今为止，人类活动对这些边远山区的直接影

响较小。这些区域的山地泥炭沼泽，是获取自然环境变化信息的理想档案[14, 24] （图 1）。

大兴安岭地处东亚季风边缘，年均降水量约400 mm。长白山地位于东亚夏季风影响区，

年降水量 700~1400 mm。因此，大气粉尘对季风边缘区和季风影响区的影响差异如何？

过去150 a来大气粉尘沉降历史是如何变化的？为了回答这2个科学问题，本文选择长白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19)1671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图b、图c由王国平摄；

箭头为东亚季风环流系统示意，黑色虚线指示现代亚洲夏季风边界[25]。

图1 中国北方干旱区域及东北地区泥炭采样点位置示意图
Fig. 1 The drylands in northern China, the location of peat sampling points and the peat cores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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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典型雨养泥炭为研究对象，剖析泥炭中灰分含量、成岩化学元素、粒度记录，结合
210Pb和 137Cs年代等指标重建过去150 a来大气粉尘变化历史，并与大兴安岭摩天岭雨养泥炭

粉尘记录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东亚季风梯度下大气粉尘对长白山和大兴安岭的影响规律。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及样品采集

长白山地区泥炭沼泽主要是通过森林和草甸沼泽演替以及水体沼泽化过程形成。圆

池泥炭沼泽位于长白山主峰东侧30 km处，由息火口湖逐步演变而成。圆池周围为沼泽

化森林，植被类型主要包括落叶松 （Larix Sp.）、杜香 （Ledum Palustre）、泥炭藓

（Sphagnum）、小叶杜鹃（Rhododendron Capitatum）、毛苔草（Carex Lasiocarpa）和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等[26]。圆池泥炭沼泽海拔约为1200 m，年均降雨1000 mm。锦北

泥炭沼泽位于长白山西北麓，属于玄武岩台地区，海拔约为 900 m，年均降雨约 900

mm，年均温为 2~5 ℃。锦北泥炭沼泽区的主要植物类型包括为落叶松、笃斯越桔

（Vaccinium uliginosum）和泥炭藓[27]。

2005 年 9 月初，利用荷兰 Wardenaar 泥炭采样器在长白山圆池西部 （42°01′54″N、

128°26′02″E，海拔1281 m；Yc1）和锦北（41°58′43″N、127°37′17″E，海拔909 m；Jb）

采集2个泥炭柱芯，深度分别为50 cm和54 cm（图1） [27-28]。在采样现场使用不锈钢面包

刀切割泥炭柱芯，切割精度为1 cm（Yc1）或2 cm（Jb）。每层样品装入自封袋中，带回

实验室后在-18 ℃下冷冻保存备用。利用 210Pb和 137Cs测年，对上部层位（Yc1：29 cm、

Jb：44 cm） 重建了过去 150 a 环境演变历史 [29- 30]，分析经 210Pb 和 137Cs 测年的 29 cm

（Yc1）和44 cm（Jb）泥炭记录。

2.2 实验分析

2.2.1 基本理化指标分析 将一定体积的样品105 ℃烘干12 h至恒重，烘干前后质量差除

以湿样质量得到样品的含水量（%），干样质量除以容器体积得到干容重（g cm−3）。将一

定质量的烘干样品继续在(700±25) ℃马福炉中完全燃烧4 h，使灰烬灼烧至恒重。灰烬质

量与干样质量之比即为泥炭灰分含量（%） [29-30]，相关结果如图2。

利用灰化样品的弱酸不可溶物进行粒度分析，是泥炭粒度分析的常用方法，能够较

准确反演大气土壤尘降通量和来源变化[24, 31-35]。首先，向烧杯中添加适量上述灰分样品，

加入 10 mL盐酸（10%），将钙质成分完全溶解掉。静止 5~6 h后，向烧杯中加入 10 mL

六偏磷酸钠（3.4%），以使颗粒物充分分散。然后，将烧杯放入超声波池中震荡10 min，

在1 h内利用激光粒度仪（Mastersizer 2000，英国）测试震荡后的样品粒度，重复测量误

差小于3%。测试结果按< 4 µm、4~63 µm和> 63 µm的颗粒分为黏土、粉砂和砂粒。

2.2.2 210Pb和 137Cs测年 在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湖泊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进

行 210Pb 和 137Cs 放射性比活度测试。测试样品为约 7 g 用玛瑙研钵研磨均匀的烘干样

（105 ℃烘12 h）。测试仪器为γ谱分析系统，主要由美国EG&G Ortec公司生产的高纯锗井

型探测器（Ortec HPGe GWL）与Ortec919型谱控制器组成。210Pb标准样品由英国利物浦

大学做比对标准；137Cs和 226Ra标准样品由中国原子能研究院提供。泥炭柱芯的沉积年代

和累积速率通过恒定放射性通量模式（Constant Rate of 210Pb Supply model, CRS）计算[29-30]，

相关结果如图3。

2.2.3 化学元素测定 用电子天平称取灰化样品 0.500 g，置于硝酸溶液洗过的聚四氟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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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离心管中，加入2~3 mL去离子水湿润样品，加入5 mL 0.5N HCl 溶液消解，并用水浴

振荡器振荡16 h。之后进行HNO3-HF-HClO4 （10∶2∶1）混合酸消解，采用铁板沙浴(180±

5) ℃加热 5 h。待冷却后加入少量去离子水至 15 mL溶液，然后高速离心 15 min （4000

rmp），上层溶液转移至25 mL容量瓶中用去离子水定容待测。详细的元素分析结果和质

量控制参见以前的文献报道[27-29]。

2.3 大气土壤尘降通量计算

雨养泥炭主要由有机质、矿物质和腐殖质组成，其中矿物质主要来自大气降尘[36]。

因此，基于泥炭地壳元素记录计算大气土壤尘降通量可以分2步：① 计算泥炭中土壤尘

的浓度，因为土壤尘中Ti的浓度等于地壳中Ti的丰度（0.40%），所以将泥炭中Ti的含量

除以矿物质土壤尘Ti的浓度，即换算出泥炭中土壤尘的浓度（公式（1））；② 根据土壤

尘的浓度和沉积速率计算土壤尘输入速率[37] （公式（2））。

CSD = Ti × ASH × 250 （1）

ASD = CSD × DBD × SD （2）

式中：CSD为土壤尘浓度（µg g-1）；Ti为矿物质土壤尘浓度（µg g-1）；ASD为大气土壤尘

降通量（µg cm-2 a-1）；ASH为泥炭灰分含量（0.40%）；DBD为泥炭干容重（g cm-3），SD

为泥炭沉积速率（cm a-1）。

前人研究中利用泥炭全样测试Ti元素浓度[37]，而本文中利用泥炭灰测得Ti的含量，

因此，在利用前人的计算公式时略作修改，即通过泥炭灰分含量校正Ti的浓度。本方法

已经应用于大兴安岭摩天岭雨养泥炭大气尘降记录研究中[14]。

注：图中 I、II、III分别表示泥炭灰分和地壳元素缓慢增长阶段、明显减小阶段和21世纪后潜在增加阶段；

研究区邻近区域龙凤山降水的Ca/Mg摩尔比均值为4.10[38-39]。

图2 长白山泥炭化学元素随时间变化特征
Fig. 2 Temporal variations of chemical elements for the peat cores from Changbai Mountains, northeast China

2286



9期 鲍锟山 等：基于泥炭记录的过去150 a东北山地大气粉尘沉降

3 结果分析

3.1 长白山泥炭粒度特征
长白山2个柱芯的泥炭灰分粒度组成表明：长白山泥炭矿物组分主要以粉砂颗粒为

主，达到74%，而且在过去150 a来随时间变化较小；其次是黏土组分，占比约为15%；
粗颗粒砂组分约占10%（图4）。黏土和砂组分都随时间发生了变化。对于Yc1柱芯，自
20世纪70年代以来黏土含量逐渐减小，而砂颗粒逐渐增大。对于 Jb柱芯，可以观察到砂
组分在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和 21世纪初均呈现峰值；自 20世纪初—20世纪 70年代和 20
世纪70年代—21世纪初，砂组分逐渐增大，黏土相应地逐渐减小。2个泥炭柱芯的中值
粒径的历史变化趋势与砂组分的变化态势一致。Yc1柱芯在 19世纪初—20世纪 70年代
间，中值粒径为(13.7±2.4) µm；Jb柱芯在19世纪初—20世纪初，中值粒径保持较稳定，
为(9.3±0.8) µm。
3.2 长白山泥炭化学元素分布特征

长白山2个泥炭柱芯的化学元素（K、Na、Ca、Mg、Ti、V）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注：数据来自文献[29-30]。

图3 放射性 210Pb和 137Cs比活度、年代—深度模型、沉积速率和泥炭积累速率变化
Fig. 3 Depth variations of 210Pb and 137Cs activities, age-depth models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of

sediment rate (SR) and peat accumulation rate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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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柱芯，这6种元素记录均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与灰分含量吻合较好。对于2

个柱芯间的比较，Yc1的元素峰值出现在 20世纪 90年代，而 Jb的元素峰值出现在 20世

纪60年代。Yc1的元素含量自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逐渐减小；Jb的元素含量自20

世纪60年代—21世纪初逐渐减小，持续时间较长。泥炭中Ca与Mg的摩尔比值与泥炭干

容重的时间变化保持一致。Yc1柱芯的大部分层位Ca与Mg摩尔比小于4，Jb柱芯的全部

样品的比值都小于4。

3.3 长白山泥炭记录的大气尘降通量

长白山圆池（Yc1）和锦北（Jb）泥炭沼泽远离交通运输线路，而且周围植被覆盖较

好，利用这些柱芯记录来计算大气土壤尘降通量（ASD），定量研究区域尘暴演化历史

（图5）。19世纪初—20世纪80年代Yc1剖面的ASD比较稳定，平均值为(5.2±2.6) g m-2 a-1，

可以作为长距离大气土壤尘降的背景基线；ASD峰值出现在 20世纪 90年代，之后出现

减小趋势。Jb 剖面在 19 世纪初—20 世纪 60 年代间，ASD 呈现波动变化中逐渐增加趋

势，平均为(37.8±21.2) g m-2 a-1；自20世纪60年代—21世纪初，ASD逐渐减小。在21世

纪初后，2个柱芯记录的ASD均有增加趋势。由于粒度组分表明该泥炭剖面在近地表层

粗颗粒增加，很可能受到地表土壤侵蚀影响，不用于估算大气土壤尘降通量。因此，长

白山地区外源大气土壤尘降通量为5~38 g m-2 a-1。

注：图中1、2阶段分别为砂组分增加、黏土减小阶段。

图4 长白山泥炭灰分粒度组成随时间变化特征
Fig. 4 Temporal variations of grain-size for the peat cores from the Changbai Mountains,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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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泥炭沼泽是有泥炭形成和积累的原地自沉积载体，是过去环境变化的良好地质档案
之一[16, 36]。它根据水分和营养物质来源，主要分为以大气降水补给为主的雨养泥炭沼泽
和以地下水补给为主的矿养泥炭沼泽。通过比较泥炭和区域降水中Ca/Mg摩尔比，可以
有效区分矿养泥炭和雨养泥炭；雨养泥炭中Ca/Mg比接近或小于区域降水的比值，而如
果泥炭中Ca/Mg比值大于区域降水的比值，则表明有非大气来源的Ca输入到泥炭中[41]。
长白山圆池（Yc1）和锦北（Jb）泥炭已经被报道为山地雨养泥炭，其营养物质来源特征
主要为大气沉降[27, 29]。本文图2也显示，泥炭样品中Ca与Mg的摩尔比值小于当地龙凤山
降水的比值（4.10） [38-39]。这进一步说明了Yc1和 Jb泥炭为雨养泥炭沼泽。本文重点对这
2个泥炭柱芯进行粉尘记录分析。

长白山 2 个泥炭柱芯沉积物含有较低的砂质组分和较高的粘土与粉砂颗粒物（图
1）。它们的粒度分布进行聚类分析，能够划分出3类峰型，主要是单峰、多峰和偏峰模
式（图6）。这些粒度分布特征与长白山地区哈尼泥炭和大牛沟泥炭以及大兴安岭摩天岭
泥炭记录一致，与长白山区大气降尘和哈尔滨市大气降尘监测数据也是吻合的。大兴安
岭摩天岭泥炭灰分主要是由粉砂颗粒组成（65%~74%），还有砂颗粒组分（约 13%）和
黏土组分（12%~22%） [42]。这些泥炭地中 3 种组分含量都大体相当，粒度组成比较一

致。长白山 Yc1 和 Jb 泥炭粒度中值粒径为 9~14 µm，与长白山哈尼泥炭 （(10.5±1.9)

µm） [24]，长白山大气降尘（12~17 µm） [43]和哈尔滨市大气降尘（约 12.1 µm） [44]比较一

致。由于风蚀作用能够携带悬浮细颗粒物进行远距离传输[45]，上述比较说明泥炭中这些

粘土—粉砂颗粒物组分主要源于风尘沉积，而且是来自相同的尘源区。

中国源区粉尘的元素示踪系统显示，在中国沙漠大气中Al、Ca、Fe、Mg、Mn、Ti

等元素源于沙漠粉尘，是可选择的示踪元素[46]。表1中总结了长白山和大兴安岭泥炭样品

中上述地壳元素的浓度均值，以及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表层土壤和土壤气溶胶中这

些元素含量。亚洲主要沙尘源区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和蒙古国南部戈壁沙漠，这些区域的

大量沙尘被风扬起，在大气环流作用下迁移至下风向地区[47]。如图1所示，干冷的亚洲冬

注：大兴安岭摩天岭泥炭记录数据来自文献[14]；绿色部分为气象记录的中国北方近50年沙尘暴减少时期[40]；

图中 I、II、III分别表示大气土壤尘降通量缓慢增长阶段、明显减小阶段和潜在增加阶段。

图5 长白山地泥炭记录的大气尘降通量历史变化及其与大兴安岭摩天岭泥炭记录比较
Fig. 5 Comparisons of accumulation rate of atmospheric soil dust calculated from

the Changbai Mountain peatlands and the Motianling peat records in Great Hinggan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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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搬运的粉尘堆积形成了中国的黄土高原[48]。黄土中Al、Ca、Fe、Mg、Mn、Ti等元

素含量与本文中长白山泥炭中这些地壳来源元素含量具有一致性；巴丹吉林沙漠、兰州

市和北京市采集的气溶胶分析中的相应元素含量与长白山泥炭中这些地壳来源元素含量

也是可比较的（表1）。因而说明亚洲季风输入大气降尘很可能是长白山泥炭中的矿物颗
粒的主要来源。这印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长白山地区的土壤在成土过程中受到了来自

注：不同颜色泥炭记录代表不同柱芯中典型样品粒度分布；不同颜色降尘记录代表不同时间的现代沙尘天气。

图6 通过聚类分析划分的长白山泥炭3种粒度分布模式及其与附近区域大气降尘的粒度分布比较
Fig. 6 Grainsize distributions of the Changbai Mountain peat obtained from the clustering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ear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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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蒙古干旱半干旱地区对流层风尘的影响[49]。长白山泥炭中小颗粒组分（< 37 µm）
被认为是东亚冬季风的敏感代用指标[43]。长白山地和大兴安岭摩天岭都是终年盛行偏西
风，而摩天岭正好位于高空风尘传往长白山甚至日本海的路径上，因此大兴安岭摩天岭
地区也长期受到来自西部蒙古国和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风尘沉降的影响。

大兴安岭摩天岭泥炭也在过去研究中揭示出该泥炭地剖面具有典型雨养—矿养泥炭
分层，已经重建了过去60 a来大兴安岭地区大气尘降通量变化历史[14]，本文中将其雨养
泥炭层位记录的大气尘降通量变化历史与长白山泥炭粉尘通量记录进行比较（图5）。在
20世纪50年代前，Yc1柱芯大气土壤尘降通量比较小而稳定，Jb和MP3柱芯显示的大气
土壤尘降通量均表现出一致的增加趋势，与晚清（1840—1912年）以来，区域社会发展
和人类活动影响强度增强保持一致。20世纪 50年代至 21世纪初，大气土壤尘降通量均
表现出减小的态势。1954—2002年中国北方地区有沙尘暴记录的气象站的监测数据揭
示，过去50 a中国北方沙尘暴表现出明显的减小趋势[40]。长白山泥炭重建的大气土壤尘
降通量过去60 a变化规律与大兴安岭泥炭记录和气象站尘暴资料是吻合的。也有利用冰
芯和湖泊沉积物记录重建中国北方20世纪沙尘变化天气的研究，这些研究报道的中国北
方20世纪沙尘天气的发生频率呈减小趋势[6]与本文结果一致。这些比较说明本文基于山
地泥炭重建的大气粉尘沉降历史是可靠的。需要注意的是，Yc1泥炭记录的大气土壤尘
降通量峰值时间要滞后30余年（图5）。这可能是由于 Jb泥炭海拔较Yc1低，受局地输入
的影响较 Yc1 大。而这 2 个点位的降水量相差不大，分别为 900 mm a-1 （Jb）和 1000
mm a-1 （Yc1），因此可以认为局地输入主要由于人为活动造成。而低海拔区的 Jb受到森
林砍伐和农业开垦等人类活动影响时间更早、强度更大，导致当地土壤侵蚀而逐渐增加
了粗颗粒物质输入[50]。Jb泥炭的砂组分和中值粒径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逐渐增加
（图3），也说明了这一问题。而Yc1所处海拔较高，一直以来主要接受高空粉尘，对当地
人类活动引起的土壤侵蚀过程响应滞后。基于 Yc1 泥炭柱芯粉尘记录计算的 ASD 值
（(5.2±2.6) g m-2 a-1），可以作为东北地区长距离输入的大气土壤尘降通量的背景基线。

通过泥炭档案估算出了长白山地区外源大气土壤尘降通量为5~38 g m-2 a-1；大兴安
岭摩天岭大气尘降通量为14~68 g m-2 a-1 （图5）。总体来看，两个地区的自然土壤尘降通
量大小在数量级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表2）。但是，大兴安岭地区在东北地区西部，比
长白山地区更接近粉尘源区，依然能观察到其大气尘降通量稍微偏大。泥炭粒度分布特
征和成岩化学元素指纹揭示了相同的尘降来源，均受到来自蒙古国和中国干旱半干旱地

表1 东北泥炭中成岩元素与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表层土壤和气溶胶中元素含量比较
Tab. 1 Comparison of lithosphere metals in peat taken from northeast China Mountains,

surface soils and dust aerosols of arid and semi-arid areas of northern China

样品

泥炭

泥炭

表土

表土

表土

粉尘气溶胶

粉尘气溶胶

粉尘气溶胶

区域

长白山地区

大兴安岭

塔克拉玛干沙漠

戈壁沙漠

黄土区域

巴丹吉林沙漠

北京

兰州

铝(%)

0.5~2.3

2.9~5.9

5.0~5.3

6.0

5.3~6.0

7.0

8.6

4.6

钙(%)

1.2

4.1~6.2

6.3~6.6

2.8

4.8~5.1

7.0

-
5.13

铁(%)

0.2~0.9

2.4~3.8

2.1~2.3

3.0

2.5~2.9

4.0

2.4

2.6

锰(mg g-1)

0~0.2

1.0~2.3

0.5

0.6

0.5~0.7

2.0

1.0

0.7

钒(mg kg-1)

0~33.9

87.7~123.9

-
-
-
-
95.0

99.0

钛(mg g-1)

0.1~1.7

1.6~4.3

0.3

0.4

0.3

0.5

-
3.4

数据来源

[27, 29]

[14]

[58]

[58]

[58]

[47]

[59]

[60]

注：“-”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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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风蚀土壤矿物输入的影响，因此，2个地区的大气尘降通量大小差异说明了这种长
距离大气粉尘输入对东北地区西部环境的影响更加明显。将本文的结果与东亚、西亚、
南美和大洋洲过去的相关研究数据进行比较（表2），可以看出大气粉尘沉降通量数据相
互吻合度较好。在比对分析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研究区域和试验方法的差异对大气
尘降通量的估算会有一定的影响[51]。例如，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奈曼地区沙漠化发生和
发展较为典型，是北方沙尘的主要尘源地[52]，其大气尘降通量就比本文的结果大。除了与

粉尘源区进行比较外，选择起源于中国北方和蒙古国干旱区戈壁沙漠的亚洲尘暴的下风

向传输路径上的中国渤海、韩国釜山区域和日本札幌市进行比较，发现本文结果与中国

渤海的大气尘降通量[53]和韩国釜山区域（Busan Gijiang-gun）的大气尘降通量相当[54]，但

是大于日本札幌市（Sapporo）区域的大气尘降通量[55]。这揭示了大气粉尘沉降速率具有

随着距离尘源区域愈远而逐渐减小的趋势。此外，在南美阿根廷西南部潘帕斯草原

（Pampa） [51]、西亚死海地区[56]、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东部[57]通过直接气象监测的方法报道

了相应的大气尘降通量监测数据，与本文基于泥炭地球化学重建的过去大气粉尘沉降通

量是可比较的。因此，通过泥炭档案反演大气尘降通量是区域大气颗粒直接监测长期实

验的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法，能够减小直接监测实验的工作量，延长大气尘降通量的时间

尺度，克服监测站点有限性等问题。

5 结论

（1）应用放射性同位素 210Pb和 137Cs技术和元素地球化学方法，以大气土壤尘降通量
（ASD）为指纹参数重建了东北地区过去150 a来大气尘暴演化历史。自19世纪初至19世

纪60年代，伴随着区域近代化、工业化和战争，ASD表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而在过去
60 a间ASD表现出逐渐减小的趋势，这与过去50 a中国北方的沙尘暴气象记录数据吻合
较好。基于雨养泥炭的年代学和地球化学记录重建过去大气尘降通量变化历史，是区域
沙尘直接气象监测和历史文献记录的良好补充。

（2）东北山地泥炭灰分中粘土颗粒和粉砂颗粒物为主，砂粒组分含量相对较小。泥
炭柱芯中砂级组分和中值粒径在近表层位表现出增加趋势，揭示了东北山区环境受到城
市扩张等多种人为活动的影响作用扩大。粒度分布曲线的双峰模态也指示了远源大气降
尘和近源土壤侵蚀输入对泥炭沼泽沉积的影响。粒度特征和典型成岩元素含量指纹也初
步揭示东北山地泥炭中矿物灰分主要源于蒙古国和中国北方沙漠和沙地的土壤尘。

表2 全球不同区域大气尘降平均通量比较
Tab. 2 Comparison of annual aeolian dust deposition rate in a worldwide context

区域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韩国

日本

阿根廷

西亚

澳大利亚

采样点

长白山地区

大兴安岭

科尔沁奈曼

渤海

釜山

札幌市

潘帕斯草原

死海

澳大利亚东部

研究方法

泥炭档案

泥炭档案

直接监测

直接监测

直接监测

直接监测

直接监测

直接监测

气象资料

年份

1800—1970s

1860—2009

2001—2002

1987—1992

2002

1994—1995

1993—1995

1997—1999

1957—1984

大气尘降通量(g m-2 a-1)

5.2~37.8

13.4~68.1

257.3

26.4

10~77

5.2

40~80

25.5~60.5

31.4~43.8

数据来源

本研究

[14]

[52]

[53]

[54]

[55]

[51]

[56]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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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北地区长距离传输的ASD背景基线为(5.2±2.6) g m-2 a-1，长白山地区ASD为
5~38 g m-2 a-1；大兴安岭地区ASD为14~68 g m-2 a-1。这些重建的大气土壤尘降通量与全
球其它记录值具有很好的可比性。大兴安岭摩天岭大气尘降通量均值大于长白山大气尘
降通量，这说明尘暴过程对东北地区西部的影响要强于对东部的影响，也印证了大气尘
降通量强度随着与粉尘源区的距离增加而递减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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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ospheric dust deposition history over the past 150 a recorded
by mountain peatlands in northeast China

BAO Kunshan1, YANG Ting1, XIAO Xiang1, JIA Lin2, WANG Guoping3, SHEN Ji4

(1.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2. Beijing Key Laboratory for risk modeling and remediation of contaminated sites,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Urba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Beijing Municip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Beijing 100037, China;

3. Northeast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Agroecology, CAS, Changchun 130102, China;

4.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past 150-year history of atmospheric dust deposition and
its effect on the Asian monsoon zone and marginal zone, ombrotrophic peats from the
Changbai Mountians were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past history of atmospheric dust deposition
based on the grain- size, lithogenic elements and 210Pb and 137Cs dating. The dust deposition
sequence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from Motianling peat of Great Hinggan Mountains. The
mountain peat ash in northeast China was mainly composed of clay and silt. The medium grain
size and the lithogenic elemental fingerprints also preliminarily revealed that the mineral dust
in the mountain peat of northeast China were mainly from the soil dust in Mongolian and
northern China desert and sand land areas. The atmospheric soil dust deposition flux increased
gradually from the 1800s to the 1960s,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increase of human
activities such as regional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aggressive wars. There was a
decreasing trend in the atmospheric soil dust deposition during the past 60 years in northeast
China, as shown by the mountain peat records, which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monitoring
data of regional natural dust storms. The background baseline of the long-distance atmospheric
soil dust deposition flux in northeast China is calculated as 5.2 ± 2.6 g m- 2 a- 1. The mean
atmospheric soil dust flux was 5-38 g m-2 a-1 in the Changbai Mountain area, and that value was
14- 68 g m- 2 a- 1 in the Great Hinggan Mountain area. The atmospheric dust deposition rates
derived from the Changbai Mountain peat were smaller than those derived from the Great
Hinggan Mountian peat. This suggested a decreasing atmospheric dust deposition with the
increasing distance from the dust source area, and thus the influence extent of atmospheric dust
deposition on the western side was higher than that on the eastern side of northeast China.
Keywords: wetland sediment; ombrotrophic peat; dust flux; climate change;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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